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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在当今国

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党的

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再认识。居今识古，我们自然地回

想起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众所周知，五四

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必

要的历史环境，而一战后世界格局之变化

激发了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坚

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在此后的革

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持续的自我

革命提供了源头活水。

一战与中华文明的转型之思

1915 年，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创办

《青年杂志》时，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文化运

动“趋新”的关键在于拥抱世界，借鉴吸收

别国优秀文化。陈独秀说 ：“居今日而言锁

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

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各国之制度文

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之

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

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

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锁国之精神，而

无世界之知识。”①换言之，中华文明的现

代转型，只有在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能

实现。在此意义上，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世

界化”的过程。②世界化与中国化相得益彰，如车之两

轮、人之双臂，不可独缺。一战时期涌入中国的外来

思想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如无政府主义、实验

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这些一

涌而来的外来思想加剧了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混乱。

如何实现“世界”与“中国”的良性互动，如何对外

来文化进行鉴别和取舍，进而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

型，成为困扰时人的严峻课题。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美国总统威尔逊等标榜的

“民族自决”“公平正义”等动人口号，一度令一些中

国人神魂颠倒。但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最终向日

本作出妥协，拒绝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诉求。

消息传回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将原已发生

的新文化运动从狭小的知识阶层扩展到城市里的广大

学生、商人和工人阶层。陈独秀说 ：“各国都重在本

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

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③

一战时期中华文明的转型，离不开知识阶层的自

我反省。当时的中国政府与国际政治都是黑暗的、令

人窒息的。这种悲怆的局面促使有识之士反思中华文

明的复兴之道。为此，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

比如，章太炎主张“学历史以救国”，他说 ：“袁世凯、

段祺瑞的失败均为不读历史之故。”当时来华的英国哲

学家罗素则力主“教育救国”。④历史证明，这些说法

皆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而真

正能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的是马克思

主义。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是这一结合的伟

大开端。一战之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

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客观上

也是受到 1919 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刺激。他

们看透了一战之后的国际政治仍是强权政治的冷酷现

“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渊源 ：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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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滋生了争取国家权利的革命自觉意识。

青年毛泽东就曾明确反对“教育救国”说，认为

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毛泽东借用

朱熹的话批评说，教育解决不了社会阶级压迫问题，

“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⑤因此，毛泽东

认为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过是“纸

上谈兵”，应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组织共产党，改

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主张建党，是深受在法国留学

的好友蔡和森的影响。他们二人均是成立于 1918 年

的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新民学会会员们为何

有此超前的时代远见？除了他们自身卓越的见解能力

之外，也与他们所耳濡目染的湖湘文化有关。

湖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一战结束之后，欧洲政局动荡，国际共运分裂，

造成马克思主义本身即存在多种思想类别，形成各不

相同的政治方案。⑥那么，为何新民学会会员大多选

择信仰苏俄的“列宁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

派别？其中原因复杂多重，但是近代湖湘文化对他们

精神的影响尤其不能忽视。

湖湘文化的核心是湘学。清末民初，湘学大显于

天下，引领着近代中国学术思潮的嬗变与发展。虽是

地域化的儒学形态，但湘学确可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代表。与时俱进、经世致用、重名轻利，是人们

耳熟能详的湖湘文化的突出特征。近代以降，湖湘文

化熏陶下的读书人总能敢为天下先。如近代中国“睁

眼看世界”的首批代表湖南士大夫魏源，提出了著名

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引领了其后洋务运动的方向，

其著作《海国图志》更是拓展了晚清知识学人的眼界，

甚至受到同时期日本知识界的推崇。到了一战时期，

湖南一地更涌现出了杰出学者代表杨昌济。杨氏早年

就读于湖南岳麓书院，研读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等

湖南先贤作品。杨氏的言传身教，又影响到他的学生

如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任教

期间，杨氏将古今中西的义理融于日常言行，形成一

套备受学生敬仰的“生命范式”。毛、蔡等人受教于

杨门，故而特别注重儒家的修养功夫和个

人意志的锻炼，毛泽东的名言“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正是此精神哲学的日常实践。

正是对道德修养和意志力的执着追求，使

他们对于精神信仰的东西情有独钟。换言

之，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他们已

经具备了准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禀赋。

蔡和森不为流俗所感，主张中外文化

各有所长，反对新文化派人士对中国传统

文化全盘否定的偏激言论。1917 年，他写

道，“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文化，

每干格难容。而倡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

认为应该“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有研究。

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

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⑦俄国

十月革命发生后，列宁主义开始引起陈独

秀等《新青年》同仁的关注。在此期间，

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开始讨论列宁主义与

俄国革命。1918 年 7 月 24 日，蔡和森致信

毛泽东，认为列宁为“近人近事”，可“假

借之”，“以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

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⑧

一战时期的法国，是中国进步知识分

子的域外试验场。正是在那里，“劳工神圣”

的观念使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获得了心灵

上的洗礼。在法国期间，蔡和森大量阅读

第三国际和法国共产党出版的小册子，如

《人道报》《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⑨ 

一战之后，欧洲社会主义内部存在三种道

路选择 ：德国道路、英国道路和俄国道路。

经 过 反 复 的 讨 论 和 思 考 之 后， 蔡 和 森 于

1920 年 7 月提出 ：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组

织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1920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新民学会在法会友在蒙达

尼集会，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

同年 8 月 13 日，蔡和森致信毛泽东，明确

指出 ：“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代世界对症之

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提出组建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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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革命的“中枢”和“先锋队”。⑩如果

做一比较，可知新民学会同仁在建党认识

上比以陈独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

员甚至还早一些。⑪

毛泽东特别强调思想与实践的统一，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有效性。此种注重实

践效果，反对教条主义的观念，使毛泽东

与蔡和森在组织共产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1920 年 12 月 1 日，毛泽东从湖南长沙文化

书社写信给在法国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

友时指出，“人性的自私心理”及资产阶级、

军阀或帝国主义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他们绝不会“自己肯收场的”，唯一的办法

是用“非和平”的手段，才能实现无产阶

级专政，所以，“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

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可见其密，

只是自然的结果”。⑫

中国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绝非一日之功。对此，毛泽东有清醒

的认识，为此他甚至做了长远的计划 ：“根

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

准备经济三条尤为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

年（1936）年前为纯粹准备期，我以为尚要

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1941）为纯粹

准备期”，当务之急就是发展壮大文化书社，

在每县设立分社。⑬这是毛泽东在 1920 年

底的未来文化建设计划。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乎当事人的预

料。1921 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规划东亚

及西太平洋新秩序，把新兴的苏俄政府排除

在外。为此，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和共产国

际欲打破英美列强的孤立，派出共产国际代

表马林等人来华，于 1921 年 7 月推动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在这之后，毛泽东、蔡和森

等人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中。

他们曾经设想的文化书社计划也搁置一边。

然而，一战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前提

条件应是中国的政治转型，即建立一个什么

样的国家的问题。只有先从政治上解决中国的国家建构

问题，才能进行中华文明的漫长转换。毕竟，在当时的

中国，救亡图存才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

使命未竟的新文化运动与“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

“第一个结合”，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命未竟的时代

背景下发生的。此种由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突转，

既是国内外时势合力作用的结果，也说明了此前新文

化运动的社会局限。比如，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胡适就有强烈的精英气，使其与劳苦大众之间始终隔

着一道无形的墙，不能切身感受无产阶级的苦难。值

得一提的是，在欧洲战场的华工群体中曾发生了一场

以晏阳初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展的“识字运动”，

可以说这是发生在域外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白话

文启蒙运动）。华工们身处现代文明发达的西欧，产生

了对中西文明之间强烈的反差体认，认识到“识字”

与维持“国格”的关系，激发了他们浓厚的爱国主义

和自强精神。晏阳初在巴黎编辑的《华工周报》和通

俗新知识课本，在华工群体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如果将晏阳初等人在欧洲发起的对华工的文化启蒙运

动与胡适等人在国内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相比较，可以

发现晏阳初等对华工的文化启蒙是真正面向劳苦大众

的“白话文运动”（识字运动），而胡适等所提倡的“文

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其实仍局限在“城市中的新兴

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⑭通过与华工的密切接触，

晏阳初切身体会到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就蕴藏在这些

目不识丁的华工身上。华工们虽然出身穷苦、不通文

墨，但是他们身上洋溢着朴素的人文情怀。有一位在

法国的华工接受相关教学之后，写信给晏氏说 ：“自

从您编的报纸出版后，我开始知道天下大事。但是，

您的报纸很便宜，一生丁就能买一份。我怕您的钱赔

完了会停刊，因此，我把自己在法国劳动三年节省下

来的 365 个法郎随信附上。”⑮这件事让晏阳初终生感

动，打动他心灵的是华工朴实无华的“义气”，而“义”

正是儒家道德伦理的思想精髓之一。相比之下，胡适

享用的是庚款留美学生的高级待遇，他在美国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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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水平的生活。故而，胡适他们不知

另一类开饭馆、洗衣店的华人的疾苦，同时也没有在

美国讨生活，故而只看见美国的好处，对美国一往情

深，⑯始终无法体会一战后期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

的艰难困苦。不同的留学生活经历，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胡适与蔡和森等人不同的道路选择。

胡适所代表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温和的

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在此方面，他与留学法国的蔡

和森等有根本分歧。1926 年 7 月 31 日，胡适与蔡和

森相逢于莫斯科的旅馆。虽然是旧人重逢，但两人因

政见不同，故发生了长时间的辩论。从下午三点一直

到晚上九点，他俩的“舌战”才因拉狄克的到来而打

断。这是发生在胡、蔡之间的面对面的争辩，所争论

的关键点，就是胡适向来对美国的“赞扬”。恽代英在

1926 年也批评过这一点，他说，美国在“巴黎和会华

盛顿会议两次为自己利益牺牲中国利益以迁就日本，

与近年事事与英朋比，压制中国观之，可知美帝国主

义与其他帝国主义无异致，乃以有教大与留美学生如

胡适之博士，与其他教育界，学界名人为之说辞，至

今尚有人认为中国唯一之友邦”。⑰彼时的中国尚未废

除和列强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胡适秉持美国例外

论，认为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与 1920 年代中共

的反帝主张格格不入。问题在于，中国文化的转型是

在列强侵华、国家沦亡的危机下发生的，要实现中华

文明的复兴，当务之急自然是救亡图存。而这些有识

之士意识到，经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教训，摆

在面前的救亡之道只有一条路——走俄国十月革命之

路，创建共产党，武装革命。

一战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出了中华文明的

现代转型问题，注意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如何交

流互鉴的问题，但限于时代的局限性，新文化运动

的使命并未完成。中国的文化转型，即如何吸收外来

有益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

的“瓶颈”就是要实现“文化启蒙”的大众化。但是，

胡适等留美学生的精英气，使他们的生活脱离社会大

众，故而言说始终停留在“自说自话”的状态，此乃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众知识分子的困境

所在。⑱同时，迫于救亡的压力，新文化派对中华文

明的极力否定很大程度上也是“故意而为

之”，有策略性的宣传用意，如傅斯年就曾

对胡适说 ：“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

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多，但在安身立

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⑲

历史证明，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要

采取理性客观的立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

型，是一个未竟的历史课题，只有坚持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才能让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历史传统

进行逐步转化。如庞朴先生所言，“这个过

程所需的时间会很长，可能很痛苦，也需

要更大的自觉”，但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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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Huang Lizhi & Gu Hongliang & Ye Shuxian & Wang Xianzhao & Xu Zhaoshou & Zhan Long & Ma Jianbiao
Abstract: The “second combination” not only expand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brings about another ideological liberation, allowing us to fully utilize the precious 
resource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a broader cultural space, and explore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or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cademic community’s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on July 7th, we invited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hold a roundtable forum on the topic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attempting to focus on the profound theoretical meaning, 
internal logic,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effects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from multiple fields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manner.
　　Professor Huang Lizhi pointed out that the logical judgment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s based on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When analyz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related to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we must also 
use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history as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only modern Marxism can promo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become a historical prerequisite for modern culture. Professor Gu Hongliang elaborated on 
the fiv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contained in the “second combination”, pointing out that thes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not only help us better grasp the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combination”, but also 
ha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establish their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nd 
inherit their respective traditional cultures. Professor Ye Shuxian traced the origi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jade culture 
and related cultural concepts such as “warmth” and “moderation”, and analyzed the roots and veins of the “peace” 
gene in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ext theory in the grand history. Professor Wang Xianzhao 
pointed out that the practical path of future oriented traditional cultural innovation should place practicality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highlighting the people’s character in practicality. While carrying out connotation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promote form innovation. Professor Xu Zhaoshou started with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posed to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into a modern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direction, and reflect o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mutually verify the path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Professor Zhan Long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endows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civilization with a special framework system,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ndows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a specific construction syste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is a creative coupling of 
history and reality, providing a  modern force for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civilization. 
Professor Ma Jianbiao started from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pened the path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First World War inspired 
a group of advanced intellectuals carrying genes of Huxiang culture, such as Mao Zedong and Cai Hesen, to choose 
Marxism and initiat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onstructing the “Thre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ath Exploration (Ⅱ)

Ouyang Kang & Zhang Yanguo & Chen Wenjiang & Wang Gonglong & Feng Jianhua
Abstract: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toda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major task, which requires coordinated efforts from all parties. 
Commissioned by the National Offic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e invited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relevant fields to conduct a thematic discussion on “Building the ‘Thre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ssue will focus on further path explo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systems”, striving to draw wisdom from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contribute wisdom and strength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fessor Ouyang Kang pointed out that we should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s that have been achieved, face 
the remaining problems directly, adhere to the core value of putting the people at the center, strive to build a high-
level disciplinary system, stimulate subjectivity and originality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construct a new era of 
China’s independent discourse system. Professor Zhang Yanguo believes that winn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e and building the “thre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grasp the inherent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onfidence and autonomy, and build a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fessor Chen Wenjiang pointed out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overcome the three 
“discourse fragmentation” phenomena that actually exist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olitical discourse” to “academic discourse”, from “Western discourse” 


